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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泷辽一是近代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同时也是继田边尚雄之后日本对华音乐调查的代表

人物。1930 年代，泷辽一先后进行了两次中国音乐调查，此举虽然也有学术研究的意义，但

本质属于日本对华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泷辽一中国音乐研究以对华音乐调查为契机，以中国

古典文献为依托，分为乐器研究和音乐家研究两大类。他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以《中国音乐史纲

要》和《中国社会和音乐》为支撑，初步打破了以朝代更迭为主线的传统汉学模式，并最终以

东洋史模式建构起了《东方音乐论》和《东方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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泷辽一（1904-1983），1931 年毕业于东京

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

近现代日本音乐学的代表学者之一，在中国音

乐学研究领域有着比较深厚的造诣和影响力。

1936 年，他和田边尚雄、岸边成雄、林谦三等

人一起创立东洋音乐学会，1949 年开始任东京

水产大学教授，之后获得瑞宝勋章等荣誉称号。

代表作有《中国音乐再发现（思想篇）》《中

国音乐再发现（乐器篇）》《中国音乐再发现

（历史篇）》《中国社会和音乐》《东洋音乐

史》《东洋音乐论》等。泷辽一的中国音乐研

究以他的对华音乐调查为正式起点，主要涉及

古代音乐家、传统乐器、音乐史三个领域。然

而迄今为止，学界对泷辽一的中国音乐考察及

其中国音乐研究缺少应有的关注。因此，本文

将以近代史为背景，对泷辽一的中国音乐调查

及其中国音乐研究进行探讨。 
 

Ⅰ. 泷辽一的中国音乐调查 

 
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日

本学者对中国的调查接二连三，涉及方方面面。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武力侵占我国东

北。1937 年七七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

序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泷辽一先后对中

国音乐进行了两次调查。泷氏的对华音乐调查

是继田边尚雄之后，日本学者对华音乐的又一

波重要调查。 
第一次对华音乐调查：1934 年，以仁井田

陞为首，包括泷辽一在内一共七名日本学者于

8 月 13 日从东京出发，经神户到大连、天津、

北京、大同、张家口、济南、曲阜、泰安等地，

之后由北京到承德、锦州、沈阳、朝鲜半岛，

于 10 月 10 日返回东京。此次调查活动先后持

续了近两个月，其主要任务是音乐史料的调查

收集。 
第二次对华音乐调查：1938 年 11 月，以

研究员的身份，以调查中国东北地区的音乐研

究资料为目的，于 11 月 8 日从东京出发，然后

经神户到大连、旅顺、沈阳等地，接着经朝鲜

半岛，于 12 月 1 日返回日本。此次调查时间前

后大约 20 天，具体主要是对大连和旅顺的博物

馆、图书馆及罗振玉藏品进行调查，之后对沈

阳的博物馆及其他地方藏品进行调查。 
从相关资料来看，泷辽一的音乐调查活动

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音乐古籍档案的搜集和整

理，主要对象是北京图书馆所藏音乐善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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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查，泷氏发现北京图书馆所藏音乐善本包

括《乐书》《雅乐发微》（嘉靖刻本）、《大

乐律吕元声》（明嘉靖刻本）、《乐经元义》

（明嘉靖刻本）、《诗乐图谱》（明嘉靖刻本）、

《太常李楼云乐书》（明嘉靖刻本）、《律吕

正声》（明万历刻本）、《礼乐合编》（明崇

祯刻本）、《乐府杂录》（抄本）。其中，《乐

书》由北宋陈旸编纂，卷帙浩繁，体大虑周，

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脉络必不可

少的文献依据”[1]，因此引起了泷氏的格外关

注。进一步调查之后，他确定北京图书馆的《乐

书》主要有宋刻本三十一卷，宋刻元印本六十

六卷，而宋刻明印本多达三种，分别是二百卷、

八十四卷和五十五卷。在此之前，泷氏还曾对

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乐书》的宋刊元修本、

明代写本，以及内阁文库所藏《乐书》的两种

明代版本进行了系统查阅。《乐书》不同版本

的对比，为推动《乐书》的版本学研究有着积

极的意义。此外，他还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所藏

的乐寿堂乐章、圜丘坛乐章、太岁坛乐章、太

庙袷祭乐章等乐章档案，整体地了解了清朝祭

典的乐谱。 

其次，是对中国传统乐器的调查。主要围

绕旅顺图书馆、天津北疆博物院、北京故宫博

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馆、北京武英殿、北京国

剧陈列馆、山西云冈石窟、河北云居寺、山东

济南金石保管所和曲阜孔庙等文博单位、文物

古迹展开，涉及雅乐、戏曲音乐、舞蹈音乐、

宴乐、各类俗乐等诸多方面的演奏乐器。这类

考察，兼具一定的研究性质。比如旅顺图书馆

的舞面，泷氏断定它并非中国本土所有，而是

由西域或印度传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

宫博物馆的笙形态各异，前者吹口长，后者吹

口短。对此，泷氏结合日本正仓院藏品、斯坦

因所藏敦煌乐天图、中国古代典籍以及前人研

究成果，认为吹口长的笙产生较早，是模仿瑞

鸟凤凰而造，这也为他后期考察笙的起源和发

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云冈石窟的奏乐图（10
窟和 12 窟）和云居寺北塔的舞俑的实地调查，

分别为其探索北魏宴乐和辽代音乐，提供了重

要参考和启发。 
再次，围绕音乐进行的学术交流。在北京

期间，泷氏和古琴家郑颖孙、叶诜有过互动。

他和郑颖孙的笔谈十分顺畅，彼此各有收获。

他们笔谈的内容和观点主要包括：现存古琴以

唐代、明代居多；琴的演奏方法不分时代，大

都一样；如今琴调主要分为中州、四川、浙江

三派；如今筝调主要分为山东河南派和广东派；

古乐器之中现在依然演奏的主要是琵琶、筝和

琴三大类；唐宋之后的外来音乐主要由新疆传

入；弦乐器的胴、弦和管乐器的材料主要出自

湖南；琵琶的起源为印度；道教乐谱源于佛教；

琴主要分为六弦、七弦、九弦等种类，五弦最

古老，六弦出现于汉代，宋明发展到九弦；据

传有五十弦的瑟，但实际为传说。此外，他还

有幸聆听了郑颖孙亲自弹奏的司马相如的一曲

《长门怨》，获得叶诜赠送的唐代古琴“昆山

玉”的拓本。 

经过这几次调查，泷辽一认为当时的“中

国礼乐思想已经完全颓废”[2]，然而中国人上上

下下都喜欢音乐，而且这种爱好古来有之，延

续了下来。这种观点，和此前来华进行音乐考

察的田边尚雄几乎如出一辙。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有通过音乐来把握中国国情，甚至探索并利

用中国国民性的意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此

次考察，使其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其此

后的中国乐器研究、中国音乐家研究以及中国

音乐史建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Ⅱ. 泷辽一的中国音乐研究 

 

1.中国乐器研究 

中国传统乐器种类丰富，兼容并蓄。因此，

乐器研究是日本音乐学家对华音乐研究的重点

领域。近代以来，他们对相关乐器起源的探索

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上述提到的田边尚雄、

岸边成雄、林谦三等音乐学家，均对此有深入

探索。泷辽一对中国乐器的研究，是其中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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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研究的主要支撑之一。 

笙作为东方特有的乐器，具有独特的价值，

历来备受日本学者关注。关于笙的考察和研究，

田边尚雄在其《东洋音乐史》中就有过论证。

只不过，田边倾向于“匏中插入簧管而鸣之最

古者，殆根据达罗毗荼人之乐器”[3]，即主张笙

源于南亚。在此基础上，泷氏从古文字学、文

献学的角度入手，以考古发现和馆藏文物为重

点参考，同时借鉴国内外有关中国南方少数民

族和东南亚地区笙的考察成果，并对比不同时

代笙的材质、形制变化，在《笙和竽》一文中

提出笙最原始的形制源于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北

部，之后分别向北流传发展到中国的中原一带，

继而进入日本，向南则传到印度尼西亚等地。

至于中国古代的匏笙，到了周代中期分为大小

两种形制，之后产生了竽，然后底座匏逐渐被

木头取代，吹口也变得可以拆卸。这种观点，

可以视为是田边尚雄“中国音乐（乐器）外来

说”的一种延伸，也是对田边尚雄有关笙的研

究的一种承袭和补充。 

筝是中国传统乐器之一，历来为文人墨客

所喜爱。对于筝的起源，泷氏也表现出了浓厚

的兴趣。通过考察研究，泷氏对前人依据《史

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

耳目者，真秦之声也”[4]的记载而认定筝源于秦

代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对此，他首先以《说文》

“筝，鼓弦，筑身乐也”的解释为切入点，认

为筝和五弦的筑是同一乐器，主张“筝筑同源

说”。然后，结合《盐铁论》、《乐记》、《风

俗通》等文献的记载，断定“筝应该源于战国

时代燕赵民间，不过之后传到秦地，为十二弦。

到了汉代，进一步传到甘肃一带，东汉初期才

产生了十三弦。十二弦和十三弦的古筝形制，

一直流传至今”[5]。筝的演奏方式最初和筑一

样，都是用竹棒击弦而发声，秦代将其改为十

二弦之后，才改为指弹。 

萨满鼓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代表性乐器之一。

如上所述，泷氏曾于 1938 年 11 月期间在东北

考察。期间，沈阳的太平鼓激起了他研究萨满

鼓的兴趣。一年后，他发表了《满洲的萨满鼓》

一文，认为萨满鼓分为有柄和无柄等种类，而

以无柄鼓最为古老，保留了狩猎时代的印记。

具体而言，女巫使用的无柄鼓属于古老的形制，

男巫使用的金属柄要比木柄鼓晚很多。形制方

面，椭圆形的萨满鼓要比圆形更早出现。 
铜铎兼有乐器和祭祀器等作用，有关其起

源曾有一定的争议。在泷辽一之前，日本著名

学者鸟居龙藏、沼田赖辅、喜田贞吉、梅原末

治、森本六尔等人都有铜铎过专门研究，并发

表了大量学术文章。1941 年，泷氏的《铜铎之

我见》一文以上述研究为基础，通过对纹饰、

内部构件的分析，断言日本铜铎并非源于中国，

而是“经过大和民族的手制作而成”[6]，只不过

之后吸收了中国文化，使其制作方法发生了变

化。 

在此基础上，泷氏还试图以音乐来讨论中

国文化的特征。对此，他在《中国乐器和南北

音乐的特色》中提出唐代的中国北方以琵琶为

主要乐器，南方以横笛为主要乐器，而且北方

的音乐吸收了西域的元素，南方音乐吸收了阿

拉伯的元素。近代，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乐器

以打击乐器和胡琴为主，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

乐器以月琴、琵琶、扬琴等弦乐器和笙、横笛

等管乐器的合奏为主。泷氏以音乐来探讨中国

南北文化的特征甚至中国国民性，显然受到了

此前美术家冈仓天心、历史学家桑原骘藏等人

的影响。只不过，冈仓天心的立足点是美术，

桑原骘藏的立足点是历史，而泷氏的立足点是

音乐而已。不仅如此，他后来还撰写了《东洋

发展起来的琵琶》《起源于东亚的正仓院乐器》

等长文，将相关乐器放在整个东亚乃至东方的

视野来审视，显示了比较宏阔的视野。 

 

2.中国古代音乐家研究 

有关音乐家及其思想的研究，兼有音乐史

和思想史的双重性质。泷辽一的中国古代音乐

家研究以春秋战国和汉魏为主，很少涉及隋唐

及以后，这和他后期的中国音乐史建构在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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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几乎一致。1936年，泷辽一在《东洋音乐

研究》杂志第一辑发表了《中国古代的音乐家》

一文，由此奠定了他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家研究

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认知。作者首先通过对《吕

氏春秋》等典籍中有关“古乐”的系统考察和

追溯，认为上古甚至商周时代的音乐在很大程

度上都带有上通天意的神奇力量，并且与治理

天下有着密切的关系，代表了古人对天下太平

的追求。接下来，他粗述了春秋战国和汉代的

音乐家，如师曹、伯牙、邹忌、邹衍、张仓、

京房、刘钦、李延年等人的音乐思想和相关活

动，指出当时的音乐家不仅具备音乐才能，而

且了解天地自然的运行，所以往往能够参与政

治，因此“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颇

受君主信赖”[7]。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

是到了汉代，音乐开始被儒家所利用，儒者成

为音律的制定者。这样一来，音乐理论逐渐道

德化，音律论也逐渐易学化。 

如果说上述《中国古代的音乐家》是泷辽

一对中国古代音乐家和音乐思想的总体概论，

那么后来的《刘向的音乐论》和《王肃的音乐

观》则是其有关音乐家的具体研究。刘向是汉

代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泷氏通过将刘

向《乐记》各篇和《礼记·乐记》《史记·乐

书》《荀子·乐论》进行详细比较，从目录学、

文献学的角度指出了刘向的音乐论和上述相关

典籍的承续关系，认为其音乐论具有十分明显

的道德化倾向，其目的在于“将精神世界和经

验世界联系起来，实现大圣治世和王道乐土”
[8]。泷氏的这种观点，客观上确实反映了面对西

汉后期外戚专权、社会动乱，刘向希望借音乐

来净化社会人心，挽救汉室的愿望。王肃则是

魏晋时代的经学家，是《礼记》的主要注释者

之一。泷氏抓住王肃《圣证论》及其对《礼记》

的注释，认为王肃的音乐观以纯粹历史学的方

法对原典进行解释，但对所据典籍未加辨析，

对部分伪作未加考释，因此有些观点能够切中

肯絮，但有些观点却难以为信，甚至陷入了为

解释而解释的窠臼之中。此外，他还将王肃和

郑玄有关《礼记》所含音乐内容的注释进行对

比，指出了各自的优劣得失。 

泷辽一还发表了《汉代儒家的音乐思想》

一文。文章以《淮南子》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开

篇，指出其继承了周代的音乐思想。然后，比

较系统地汉代儒学家、经学家的音乐思想，尤

其对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郑众（先郑）、

郑玄（后郑）、班固等人的音乐思想，比较深

入地考释和探讨。比如，泷氏认为董仲舒的音

乐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春秋繁露》之中，接

受了公羊学的学风影响。班固的《白虎通德论》

是其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涉及大量的德

道解释以及音乐和性情的关系，相关论点是对

刘向、刘钦父子音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总之在泷氏看来，汉代的音乐思想基本上以遵

从周礼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经典，以道德宣扬和

安邦定国为要义，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性质。 
 

Ⅲ. 泷辽一的中国音乐史建构 

 

除了中国音乐的考察以及对中国乐器、中

国古代音乐家的研究之外，泷辽一对中国音乐

史乃至东方音乐史的建构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特

色。泷辽一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首推他的《中

国音乐史纲要》（1937-1940）。在书的序言部

分，泷氏将中国音乐分为确立期（周代）、充

实期（汉代）、巩固期（南宋） 、勃兴期（康

乾时代）、现代中国音乐五个时期。这种划分

法，基本上参考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

现代五阶段划分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划分

打破了单纯以朝代更迭为主线的传统汉学模式，

尤其是有关南宋是近世音乐确立期的断代，显

然是受到了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影响。 
不过可惜的是，泷氏的《中国音乐史纲要》

只包括上古和中古两个时间段，基本上对应上

述的确立期和充实期。对于这两个阶段音乐的

研究，作者主要以雅乐、歌舞（舞乐）、音律

为三足支撑，把握了音乐脉络。具体而言，在

泷氏看来，周代之前雅乐就已经产生，到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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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得以确立，这大概是他将周代视为中国音乐

确立期的根本原因。秦汉时期，发展并充实了

周代雅乐，进而出现了宗庙乐、郊祭乐、月令

乐、六代之乐等不同形式。歌舞方面，他认为

歌舞较早和商周时代的巫风有关，并以《诗经》

为中心探讨了古代歌谣的形式，以《乐府》为

中心考察了秦汉时期盛行的郊祭歌、鼓吹曲、

横吹曲等。至于音律，他认为五音十二律为中

国早期音乐的基础，汉代的京房以“三分损益

法”为基础创作了六十律，并完善了律管的管

口，形成了“竹声十三律”，实现了重要突破。 

可能是感受到《中国音乐史纲要》只涵盖

了上古和中古两个时间段，作为中国音乐史来

探讨未免过于勉强。因此，他之后便发表了《三

国时代鼓吹乐的文化史意义》和《魏晋时代的

雅乐》两篇长文，从而将其有关中国音乐史的

研究延伸到了三国和魏晋时代，同时又通过《春

秋战国时代的俗乐》一文，补充了此前相对忽

略了的春秋战国音乐，使其有关中国音乐史的

研究更加丰满。通过这些研究，泷氏认为三国

时代的鼓吹乐、魏晋时代的雅乐、春秋战国的

俗乐分别是这三个时代的代表音乐，具有时代

发展的显著特征。具体而言，三国鼓吹乐相较

汉代，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同时常常以酬劳军功的方式赐予军人，也不再

是天子的专属，从而间接促使掌握权势的军人

产生傲上之心。魏晋雅乐继承了汉代雅乐的形

式，并致力于复兴周代雅乐，但由于后世文献

和口传的偏误，以至于形式内容都和周代雅乐

有了本质区别。春秋战国俗乐的发展在某种程

度上是周室衰微，雅乐式微的产物，其形式比

较自由，声音高低起伏，男女可以一起自由歌

唱。 

后来，泷氏又出版了《中国社会和音乐》

一书，将其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扩展到了隋唐

和宋代，形成了一个从上古到宋代的简要的中

国音乐史的基本结构。书中，泷氏从社会文化

发展史的角度考察音乐，尤其注重不同历史时

代的文化发展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就内容而言，

他主要围绕社会和音乐、祭祀和音乐、宗教和

音乐、诗歌和音乐词曲和音乐等几对辩证关系

以及雅乐、俗乐、乐器等关键词展开。在泷辽

一看来，中国音乐源于敬天思想，是“社会情

势的推移变迁和音乐直接相关，政治形态的形

成，社会秩序的音乐也会因之发展繁荣”[9]。这

种看法，虽然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历史发展对音

乐决定性影响，但相对忽视了音乐发展的自身

规律，属于比较典型的社会历史决定论。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泷辽一的中国音乐史

研究试图打破传统的汉学模式，采用东西交流

史视野的东洋学模式。在这一方面，以他的《东

洋音乐论》最为典型。书中，他将东洋音乐和

西洋音乐进行对比，认为东洋音乐具有宗教性、

是艺术性的歌谣、重视旋律等，具有世界意义，

充分肯定了东洋音乐的重要影响力。1953 年，

泷辽一推出了《东洋音乐史》，成为其音乐史

研究的大成之作。《东洋音乐史》总体上摆脱

了日本对外扩张时期的殖民色彩，并以东西交

流史的宏大视阈梳理、总结了东方音乐的发展

轨迹和独特魅力，充分肯定了东方音乐对西方

音乐的影响，探讨了东方音乐的“全球化”问

题，从而建构了独特的东方音乐史体系，其学

术和思想价值值得肯定。 

综上所述，泷辽一的中国音乐研究以对华

音乐调查为起点，主要涉及乐器、音乐家和音

乐史三个方面。泷氏的研究十分重视对古典文

献的发掘和考辨，同时注重借鉴当时的现有研

究成果，显示了日本学者在史料收集和文献学

方面的扎实功底。他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东洋

音乐史建构，对于探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和东

方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影响发挥了比较积极的意

义，值得肯定。 

 

注释 ＊ 
 

1 本文系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度学会课

题研究成果“庐山文化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书

写的影响研究”（WYD021）; 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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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项目“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

（JG2024014）。 
2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3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旅游发展

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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